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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调“禅而不传”的“禅让制”，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大话题。随着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上博简、郭店简陆续面世以来，遂又重新掀起了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在对禅让传说与

禅让学说进行疏解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考古成果与研究成果的考察，认为“禅让制”在历史上存

在的时间当为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而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则是“禅让制”在

历史长河中存在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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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禅让制”曾经存在与否在历史上一直是

个争论不断的话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博简、郭

店简诸材料面世以来，由于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以

及郭店简中的《唐虞之道》对“禅让制”这个古老的

话题皆有所述，故而随之又兴起了与“禅让制”有关

的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分清作为历史史实的

“禅让制”本身与后来作为精神寄托和理想目标的

禅让传说及禅让学说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理想化

与存在性的交织当是“禅让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

的真实状态。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相关专家的

考证，“禅让制”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史实，

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禅让传说作为对历史史实

的一种口头相传与重复记忆，当在禅让史实一经过

去不久便开始出现了；禅让学说作为以学理形式出

现的、经过了诸家理性思考后的产物，出现的时间比

禅让传说要晚得多。对此，丁四新把禅让学说的起

源定在了春秋战国诸子的时代，并根据郭店简《唐

虞之道》所显现的禅让学说理论系统的成熟性，将

其起源进一步限定为春秋后期或战国前期，亦认为

“禅让传说的起源比禅让学说的起源早得多，大约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事实一旦成为过去，而逐渐成为

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的时候，传说就有了自己起源

的历史特征”［１］。禅让传说与禅让学说在历史上均

存在过，其真实性不言自明。于此，唯一需要辨明的

是，“禅让制”在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过，如果存在

过，那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因为成了政治工具

与政权合法性的幌子而徒有其表呢？这些都是需要

详加考辨，并加以澄清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

地进行下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一、禅让存在时间之考索

　　从传世文献所记载来看，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当

是一个社会秩序基本确立、英雄惠民的时代，尧、舜、

禹莫不是贤能无私、异于常人之人。然而书不可不

信亦不可全信，我们还应当分析文献产生的时代背

景及作者的写作立场，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的真相。



与“禅让制”有关的传世文献，《尚书》属于较早

之材料。然而，《尚书》绝大部分篇章出自后人之

手，最早的也是在春秋时期，更不用说有些是在战国

写就了。这距离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少说也有１３００

多年的时间，即便是《尚书》的著者（当然不可能是

一人一时完成的）尽可能地保持理性的写作立场，

却也难以完全摆脱口口相传的禅让传说自身所挟带

理想化色彩的影响。更何况，著者所处的时代（包

括春秋、战国及秦汉）多是失序无章的流离乱世①，

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当著者以宣扬秩序井然、“禅

而不传”［２］的禅让传说为思想资源进行思考、构筑

禅让学说时，在巨大的反差面前，其写作立场很难说

是完全理性而无偏谬的。

正如前文所及，作为一种历史史实的“禅让

制”，是真正存在过的（此并非似尧舜禹时期的“禅

让制”那样的多具形式意义）。同样，郑杰文也认为

“禅让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在上古父系氏族社会中

确实存在过”［３］。在此，我们首先来推断一下其大

概所处的历史时期。从考古学现有的成果来看，有

人类存在的原始社会可分为旧石器与新石器两个时

代，而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是直立人与智人，然而，

无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其体质形态上仍留有较为

原始的特征，脑容量也不及现代人，而历史上真正存

在过的“禅让制”，作为一种较为成型、成熟的部落

联盟首领继承制度，以直立人与智人的思维能力与

理性认知度是难以胜任的。

不同的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则是现代人，他

们在形体与生理构造上与今人已没有太大的差别。

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１１０００～７５００年），农业还是

以“刀耕火种”的方式为主，到了中期（距今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年）以后，农业经济才发展到了翻土耕种、熟荒

耕作的锄耕农业，长江流域甚至出现了农业灌溉。

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已基本进入了农业生产的经济

形态，考古学家们曾从各地出土文物的遗址中发现

了大量储备完好的五谷实物，其中在河北磁山遗址

发现了成堆的腐朽粮食（经鉴定为粟类遗存，距今

８０００年），河姆渡文化遗址则出土了大量的水稻（距

今７０００～６０００年）［４５］。从对自然的认知度与对新

的耕种工具、灌溉技术的掌握程度来看，此时出现

“禅让制”当是有可能的。

此外，从战国前后所流传的禅让传说来看，其主

角皆为男性，而女性在这当中则难见踪影，虽然传说

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真相，但亦应保有对过去事件的

残留，所以，“禅让”的真正发生应该是人类开始进

入或者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如果以此为

据，那么其存在的时间就应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

代初、中期。这一时期，以仰韶文化为例，考古学家

们在甘肃省甘谷灰地儿［６］、陕西省铜川市李家沟遗

址［７］中都发现了代表男性生殖器的陶制品———陶

祖，黄陵还发现过男人的陶塑头像②，这都说明在新

石器初、中期，男子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并开始占

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母系制开始向父系制过渡。所

以，这些考古材料可以初步佐证，“禅让制”的真正

存在时间属于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些。

从时间界限上看，由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

初中期（距今１１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生产力落后，社会财

富并没有多少剩余，私有的观念尚处萌芽状态，阶层

的分化也不显著，这时真正存在“禅让制”是非常有

可能的。对此，徐中舒亦说：“自私有制和传子局面

产生以前，禅让或推选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

们可以在少数民族史中得到例证”［８］。但是，当社

会进化到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指炎

黄、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后，原始社会已行将就木，

国家也处于形成的前夜，这时对权力的争夺当是十

分惨烈的，而绝不会如传说中的那样温文尔雅。因

而，尧舜禹时期的禅让更多的则是儒家心目中理想

的权力转移方式。

二、禅让传说与权力争斗

　　关于炎、黄二帝所处时代的情景，《史记·五帝
本纪》载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

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

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于是，“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是黄帝征伐的蚩尤原因，但蚩尤“不享”、

“不用帝命”恐怕是黄帝更难容忍的格局，维护王者

的权威与地位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原因。“诸侯相

侵伐”现象的背后则是对神农顶级权力的垂涎与角

逐，而轩辕无疑用武力恢复并保持了稳定的社会秩

序，于是，在斗争过程中权力逐渐转移到了黄帝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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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一时期涉及“禅让制”的传世文献，除了《尚书》外，还有《论语》、

《墨子》、《国语》、《左传》、《孟子》、《荀子》、《庄子》、《战国策》、《韩非子》、

《楚辞》、《吕氏春秋》、《史记》等。

见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藏品。



里。所以说，不管神农与黄帝之间的权力最终是以

何种方式成功实现转移，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帝能成

功地问鼎权力顶峰是与自己在武力斗争过程中实力

与威望的大幅提升有着莫大的关系。

另外，有关帝尧的身世，《史记·五帝本纪》云：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訾氏女，生挚。帝

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

尧。”也就是说，挚与放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很显

然，于此是弟代兄立，在舜帝之前曾存在过亲亲相传

的血族世袭制，并非如同后世所说的那样尽为贤贤

相传的“禅让制”。

当然，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材料，对于上古

禅让史上的人物，多加称道的似乎还是尧和舜，郭店

简《唐虞之道》第１号简即是称道尧舜的：“唐虞之

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２］。不

过，仔细考量郭店简《唐虞之道》，我们就会发现其

内容并非全部都是称道尧舜之禅让的。如第２５至

２７简云：“古者圣人，廿而冠，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

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

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致”，给与，

“致政”，即交还政事，意即辞位让贤。也就是说，远

古的圣人到了七十岁（此处并非一定实指）的时候

就会辞掉帝位而颐养天年，但此处并未言明是主动

让贤还是被迫退位的。我们再看，简文说“四肢倦

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这明明是说此时

的圣人已是年迈体衰，力不从心了，而“耳目聪明

衰”也喻示着其办事能力的骤降。艾兰和魏克彬也

说：“《唐虞之道》的内容是尧、舜禅让传说的一个版

本。这里，我们发现尧决定禅让给舜的原因，是因为

他既老且弱。”［９］在这种情况下，其对天下局面的控

制力也一定大不如前了，那么只有放弃手中曾经紧

握的权力了，言外之意，圣人禅位于贤似乎还有别的

原因，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内在德性之牵发而自觉、

自愿地禅让的。对于这种学理上的推断，有学者就

试图从考古成果来寻找证据，他们根据对山西襄汾

陶寺遗址考古材料的分析认为，“唐尧与其继任者

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

因而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１０］。所以，主要

以郭店简《唐虞之道》作为尧舜禅让是历史事实的

材料证明并不见得有多么可靠。

三、三帝禅让之真相

　　为了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我们有必要详加考

辨尧舜禹所处时代的背景。据张光直、童恩正、谢维

扬等学者的研究，尧舜禹所处的时期相当于考古学

上的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２５００年），这一时期，

农业、养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社会的剩余产

品和财富也得以增加，于是在原始公有制逐步瓦解

的过程中，已经萌芽的私有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这反映在墓葬上，便是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的

多寡有了很大的差别，这说明了贫富的差距在扩大，

此进一步导致了等级或阶层分化的加剧［１１］。经由

研究者的考证，这一时期正是尧舜禹“禅让”盛行的

时候，很显然，这与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有所抵牾

的。可见，尧舜禹所处的时代远不如后世描述的那

样美好，这期间也会存在着战争、政治权力的角逐等

诸如后世所面临的同样的社会现象。而“禅让制”

的真正实现，又不仅需要在位者对于天命神意充满

敬畏，同时更要有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极度贫乏的

物质财富等客观存在的社会条件与之相匹配，这是

其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核心质素。然而，从当时的

情形来看，这是难以实现的，社会剩余产品和财富的

增加，使得贫富分化在加剧，私有制也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因而等级或阶层的界限更为明晰，当时的人

们不可能不萌发私欲，以为本人或本集团谋取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禅让”往往成为打压敌手、角逐权

力宝座的口号与工具［１２］。

不过，在“禅让制”正行其时的时候，中断了的

传子制度似乎又在重新崛起。传世文献中曾多次提

到“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避’

的意思，就是传子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为避免在传位

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继位者主动避帝之子，等

待获得承认的时机。可见当时，传子已成为一种可

能的选择了。”［１３］其实，传子制不仅是一种可能的选

择，而在帝尧之前就已实行过了，虽然领袖人物数代

出自同一个家族并不等于世袭制已经完全确立，但

在这其中肯定出现过传子的情况，而且不止一次，也

就是说世袭制在此的确出现过。即便是在帝尧身

上，我们还是能看到传子制的影子，比如《史记·五

帝本纪》云：“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从

这一“终”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尧下定“卒授舜以天

下”这一决定的勉强和在舜与丹朱之间的多次权

衡，这与尧否定丹朱参与治水的果断判若两人。而

且，这一“利”字，也说明了联盟首领是有利可图的。

因此，尽管舜在尧老时已取得了很多业绩，但在尧

“三年之丧毕”后，舜还要“让避丹朱于河南之南”，

这就说明丹朱在当时也有着很强的实力［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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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以孝贤著称的帝舜，也并未赢得后人的

一致称赞。文献材料包括《韩非子·说疑》、《古本

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广宏明集》１１引《汲冢竹

书》、《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等对于舜囚禁尧，逼

迫尧将帝位传给自己的行为皆有记载。舜对尧子丹

朱也是多加安抚，后来把他封为诸侯，《太平御览》

卷６３引《尚书逸篇》：“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

侯，故号丹朱。”很显然，舜的如此做法，既是对尧之

子丹朱的一种安抚，还有可能是他在夺尧之位后的

一种炫耀。

我们再看上博简《容成氏》中的内容，上博简

《容成氏》（此篇简序依据陈剑的论文）第十简：“尧

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

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第

十四简：“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

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

敢受之。”第十七简：“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

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

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於是乎让益，启於是乎攻

益自取。”［１５］此三简内容虽异，然句式结构相同，不

能不让人生疑。是时，执政之帝皆有子数人，其中亦

当有贤明之人，不可能皆为顽愚，然不以其子为后，

而独见他人为贤，为何？若非其人势大位重，实在找

不出更令人信服之理由。另外，为何被选中者皆

“五让以天下之贤者”呢？此既说明“天下之贤者”

不独被选中之人，亦说明了“五让”使从尧到舜这种

“禅让”的权力交替原则完全被程序化了［１６］，从而有

可能成为了一种习俗礼制与传统。欲真让于他人，

拒辞不就即可（如同皋陶称疾不出），何必“五让”？

而且，上博简《容成氏》乃战国时期的作品，更何况

此时尚古、托古之风甚浓，所以尧舜禹时期的“禅

让”一说未必真实，然而此当亦彰显了战国时期人

们对于礼让贤明、谦让不争之风的向往与追求。

关于禹，其在帝位继承方面的做法更是倍受后

人非议。从传世文献里可以看出，禹先是选择颇有

威望但年龄与己相仿的偃姓部落首领皋陶为继承

人，但他却先禹而死。于是，禹又荐举没有多少影响

力的益为继承人。对于此事，《战国策·燕策》评论

说“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这表明“禹

的举措在实际上为启开辟了道路，而且也能感觉到

当时的禹已经有了相当强烈的权势欲，并且在许多

事情上善于玩弄权术。”［１７］可见，与帝舜相比，禹“明

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更令后人诟病。

四、结语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禅让制”这一问题

自春秋晚期就已存在着分歧与争议了。不过，不得

不说的是，自此亦开始有了尚古、托古之风（孔子就

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久矣吾不

复梦见周公！”分见《论语·八佾》、《论语·述

而》），战国更盛。盖因为此，所以后人往往多据此

认定“禅让制”为传说或理想诉求。当然，即便是尚

古、托古之风盛行，在当时仍有思想家对其提出了不

同的见解，以试图揭开“禅让制”的真面目。

根据对考古界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

我们认为史上诸家之所以对“禅让制”众说纷纭，其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将上古时期的

“禅让制”看作了一个孤零零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视

为仅仅发生于尧舜禹时期的帝位传承事件，在一定

程度上缺乏历史的视域与辩证性思维。从历史情境

与考古材料来看，“禅让制”事件在上古时期是存在

过的，只不过其真正存在的时间当上推至英雄时代

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初中期（距今１１０００～５０００年），

而到了炎黄、尧舜禹争锋的英雄时代，“禅让制”由

于失掉了其存在的旧有社会土壤与客观条件，便逐

渐脱掉了本有的内在质素而沦为了权力争斗的借口

与工具，但是由于“禅让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影响

力，致使这一时期的帝王在权力争斗的过程中也不

得不有所顾忌，并往往以“禅让”的名义来权衡、选

择接班人，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与集团利益。故

而，曾经存在过的“禅让制”便成为了后世“禅让”传

说与“禅让”学说的根本精神资源，而英雄时代的已

经脱掉了内在质素、空留躯壳的“禅让制”则让后人

那向往的目光变得更加迷惑了，这当是后人对于

“禅让制”众说纷纭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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